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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而生：历史时期的佛教与徽州社会 

王开队
1
 

【摘 要】：汉晋以降，佛教开始传入徽州，历经唐宋以至明清，佛教在徽州的历史经历了萌芽、发展、鼎盛以

至衰落四个时期。在早期徽州生存压力较大的形势下，佛教以祈雨等为突破口，在徽州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唐

宋以后，遵祖与守孝成为徽州社会的重要准则，佛教通过维护祠堂、祖墓以及葬礼等获得了诸多参与徽州日常社会

事务的机会；及至明清，徽商达到鼎盛，佛教借助士绅阶层追求心性超脱以及大量留守妇女需要精神慰藉这一机会，

又在徽州百姓日常精神世界中占据了相当位置。由此，从生产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佛教逐渐成为历史时期徽州

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纵观历史时期佛教在徽州的发展，时刻关注普通民众的现实需求、注意处理与理学的关

系以及借助于徽商和宗族的力量为其在徽州获得较为充裕发展空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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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徽州自南宋后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条件造就了徽州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地理单元并延续至今，成

为中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 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而言，历史时期我国地域文化的区域多样性在相当程度上

决定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研究的区域视角转向，“把目光从庙堂之上转移到山野之间，着意于追寻区域或地方历史

发展的内在脉络（及其与王朝脉络之间的关联），探究其自身的历史发展模式，应当是我们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与阐释体系的努力

方向。”(2)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存在、发展与徽州社会息息相关，对其作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无疑将是考察传统

徽州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然而，由于理学的影响，古徽州士人似乎对佛教在徽州社会的影响力持否定态度，譬如，近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曾

言，“徽州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信崇奉之者”。(3)不过，这种说法着实与徽州在明清时期寺院遍布

之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从历代徽州方志所载寺院状况来看，南宋淳熙《新安志》仅载僧寺40余所，至明弘治《徽州府志》则增

至 260 余所，而清道光《徽州府志》更增至 430 余所，足见佛教在徽州的发展和影响。清人陈廷熙亦言，“自后梁以来，其间

人事之变迁，村落之灭没，何以胜纪？而独兹古刹千有馀年，犹能后先相继而存之，且加宏壮焉。岂释氏之教果高于儒耶？”(4)

更说明了部分古徽州士人对佛教在徽州社会得以长期存在是有理性认知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以来，徽学

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地域性显学，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历史时期徽州佛教的发展始终缺乏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5)，这也使得我们对

于历史时期徽州文化的认知缺少了佛教文化这一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徽学及佛教史等相关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已经

使历史时期徽州社会广泛存在着佛教信仰这一历史事实得以逐步呈现(6)，由此我们可以对历史时期徽州佛教的发展概貌略做讨论

并以此窥探历史时期徽州文化的丰富性。 

二、佛教在徽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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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史料来看，历史时期佛教在徽州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萌芽期——汉晋至南北朝 

与汉明帝关系极为密切的楚王刘英无疑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其与安徽特别是皖南佛教发展的关系特别密

切。永平十三年（70年），刘英因谋逆被告发，被贬至丹阳郡泾县。时泾县多为山越人所居，生存环境恶劣，史籍中多有两汉被

贬之人至此之记录。刘英被贬，《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载：“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

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从，得乘辎并，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

玺绶，留住楚宫。”(7)可见，其个人生活待遇大多得以保留，此时佛教作为神仙之术理应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当刘英被贬至泾县

时，其所信奉的佛教自然也就可能传入到了泾县。而泾县与徽州毗邻，彼时徽州亦为中央王朝编户齐民之地，有歙、黟二县之

设，佛教此时是否已借此传入徽州并有所表现，虽史不足征，但由于两地距离甚近，徽州此时或亦多少受到佛教些许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北方战乱的影响，历史上第一次移民浪潮出现，大量北方移民开始移居南方江淮等地，受此影响许多

僧人随之来到南方弘扬佛法，徽州佛教的发端亦受此浪潮之影响。当然，海上之路可能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梁启超

先生即认为，“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凡此皆足证明

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8)此说虽有臆断之处，但海上交通之发展对于增进中外经济文化

交流之益处自然是毫无疑问的。东吴在两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海外交通，其曾专门设立安典船校尉以管理造船业，与此同

时为了适应海外交通的需要也加大了沿海地区的开发力度。周振鹤先生曾指出，“在吴国存在的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就在滨海

地带接连设置了罗阳、罗江、东安三县，并为其他四县：始阳、温麻、原丰、同安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还以章安县为根据地，

向内推进，建立了临海与南始平二县。这一势头与秦汉时期花了四百五十年才建立三县的速度相比，雄辩地表明了三国时期的

航海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
(9)
徽州作为广义江南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之路对于徽州的外在影响亦应予以考虑。徽州最早见于

记载的寺庙是休宁县万安镇的南山庵，是由东晋僧人天然于泰（太）兴二年（公元319 年）所建，此可视为佛法在徽州的初兴。
(10)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此为后世方志所载，考虑到明清史志多有“建构”之风以及当时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以及人口

较少等因素，再加之当时佛教在江南地区传播道场的建设尚未大规模开展，徽州此时是否已进入到佛教道场建设时代，可能还

需要进一步考察。根据史料记载，在梁天监年间，受封为大德禅师的宝志公驻锡休宁仰山开山传法，是为仰山佛法弘扬之始。

或许是临近东晋南朝统治中心的缘故，朝廷向佛的风气影响了徽州(11)，才使佛教在此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徽州地区新建

的寺院达到五所，分别是祁门县的普福庵，歙县的任公寺、向杲院，黟县的闲居尼寺和广安寺。(12)这五所寺院的建立已经表明，

此时徽州地区佛法的传播区域已经由休宁扩展到祁门、歙县、黟县，佛教的影响范围有所扩大。由于缺乏文献记载，佛教在这

一时期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徽州，我们尚不清楚。不过，通过文献考察我们可以大致认定的是，此时徽州与外界连接的主要通

道是以歙县为中心向东至今杭州以及向东北至今宣城、南京等地
(13)
，这一时期的移民也大多通过这两条路线进入徽州腹地，由

此可以想见此时佛教或许也是顺着这两条路线进入到徽州腹地的，而囿于史料，目前尚难以佐证。显然，此时的徽州佛教尚为

发端阶段，与后世不可相提并论。 

（二）发展期——隋唐至两宋 

自公元前后进入中国的佛教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涵化熔铸，在流布地域上才大为拓展。(14)这一时期的徽州由于大量北方移民

的进入，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开发使得社会亟需精神世界的重构，这为包括佛教在内的诸多信仰找到了生存土壤；另一方面社会

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也为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活动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 

就前者而言，移民初入徽州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压力。唐宋时代的徽州，相较于开发较为成熟的北方黄河、淮河流域，

由于徽州地处南方万山之中，山林茂密、山多田少，加之开发较晚，这一时期徽州的生存环境还较为恶劣，“新安为郡，在万

山间，其地险阝匚夹而不夷，其土骍刚而不化。水湍悍，少潴蓄。自其郡邑，固已践山为城，至于四郊都鄙，则又可知也。大

山之所落，深谷之所穷，民之田其间者，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间，刀耕而火种之。十日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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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昂天而呼。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壤与禾荡然一空。盖地之勤民力者如此。”(15)由是可见，唐宋时代的徽州，经济发展

还比较落后。而在这个时期，佛教由于各种灵异却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譬如，黄山基于黄帝之传说，隋唐之时，修仙炼骨

者于此极为兴盛，释门于此也多有发展。有禅师志满者，年少之时见到沙门作佛事，沉浸其中而不舍离去，后到颍川龙兴寺出

家，听闻洛下神会禅师法行高深、弟子众多，于是他南游到黄山灵汤泉所，结茅庵在此修行。在他采黄连的时候被百姓看到，

然而，此时黄山尚多虎豹之患，是故百姓请求他镇此。志满禅师以虎亦有佛性，所以焚香祝压之，因此虎患渐息，遂成大禅院。

虽然志满禅师于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 805 年）圆寂，但其弘法之举却影响深远。(16)此后不久，天竺国的麻衣禅师于中和初年

（公元 881 年），驻锡黄山翠微峰下，其编麻为衣，冬夏不易，据传得其麻缕可燎疾，光大佛法，是为翠微寺开山之祖。(17) 

更为灵异的是祁门西峰寺清素禅师。祁门为县始于唐大历年间，“唐大历元年析黟县六乡及饶州浮梁地置祁门县”(18)，其

西南地区原属浮梁县（今景德镇），而浮梁早在唐代即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据唐歙州司马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载：“山

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

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19)山林经济对当时祁门百姓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不过，囿于

当时水利设施建设的滞后，山林经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还依赖于降雨等自然条件。“唐末有僧清素自言从五台来，眉目端秀，

发覆额，俶傥多异。时县人郑传保据，号司徒。师造其垒，求安禅之地。……传尝以久旱，结采为楼，从师求雨。师表竹于楼

之四隅，曰‘雨于竹外。’已而果然。扬州旱，令属郡遍祷群祀。雅（扬州刺史陶雅—引者注）梦伟人自称汪王，为雅言，师

乃水晶宫菩萨也，有五龙，可往求之。乃请师，师曰‘吾已遣施雨扬州三昼夜矣。’杨氏封禅大德，住山十七年，聚僧数百人，

一旦尽散其众而逝，其骨身在今塔下。始师尝作歌偈，有‘文殊遣我来’之语。元丰三年赐号慧应大师，饶州亦奏请赐神慧禅

师。绍兴十三年八月加神慧永济禅师。”(20)这一记载颇为清晰的叙述了清素禅师因祈雨灵验而在五代至南宋屡获地方及中央的

册封，是佛教信仰与唐宋徽州地方开发互动的详实写照。 

这一时期由于北方移民大量涌入促进了徽州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佛教在徽州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这一点可从佛教道场的修建窥其一斑。唐宋时期徽州佛教道场的修建与两种力量密切相关：其一，地方

政府。如唐僧本（元）立游歙时，见齐云山盛景，于是造访刺史韦绶，请求建寺弘法，焚香修祭，元和四年（公元 809 年）韦

绶建石门寺于石桥岩下，设石室、石讲堂、佛像等，是为齐云山佛法之兴。(21)再如黄山著名的祥符寺，前身为汤院，“唐开元

天宝间志满禅师创始，大中五年，刺史李敬方感白龙现，建龙堂于汤池之西。天佑二年，刺史陶雅建寺号汤院，南唐保大二年

敕为灵泉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敕改今名”(22)。其二，具有一定势力的地方人士。这类人在史籍中多以“邑人”之名称出现，如

唐宋时期邑人张八九与僧简共建山房寺、汪同太与僧日赞共建大杞寺、邑人汪愿与僧人应机共建大田寺等等。再如今歙县之长

庆寺塔为北宋重和二年（1119 年）歙县黄备“邑人”张应周捐善款修建，后多有重修，至今长庆寺塔上尚保留有后世歙县地方

张氏对于重修长庆寺塔的碑铭记载。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尽管理学已在徽学发端，但并未在社会意识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加之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以及唐宋时代儒、释、道关系的相对融洽，使得佛教在徽州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在官方和民间“邑人”的双重支持下，各

地佛教道场得以不断兴建，志满、清素等有名望的高僧不断来到徽州弘法，可谓徽州佛教史上的较快发展期。 

（三）鼎盛期——明中期至清前期 

就徽州历史发展而言，因徽商之盛，明清无疑是其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与之相关的是，这一时期佛教在徽州的发展也迎

来了其鼎盛期，其中又以明嘉靖、万历至清康熙年间仰山、黄山等佛教名山在徽州的发展最为突出。 

仰山，又名莲花山，位于休宁县境东南。旧传萧梁时宝志公至此开山，《弘治徽州府志》载仰山“有宝公祠在焉，水旱祷之

皆应”(23)。至元末兵燹，仰山“复为荒莽，樵者蹂为乌薪之窟”，而后又有“堪舆家睥睨其地，故豪右谋为窀穸”(24)，仰山之

地多被地方豪右建为墓地。明朝建立后，仰山佛教开始走向复兴。太祖时仰山建有灵谷寺，“然人迹不通，不能居人，徒有空

祠耳。”
(25)

此后为了重建仰山寺庙，地方士绅于隆庆三年（1569 年）延请僧人守静暄公主持仰山佛寺事务。暄公及其性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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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二徒合地方之力，经过不懈努力逐渐完成仰山寺的重建，“不十余年，撤旧鼎新，遂成一大道场，如天降地涌，四境之内，

人人知有三宝矣。”(26)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仰山寺受朝廷赐额为真觉禅寺，守静暄公所居龙山庵也受赐额为龙山禅寺，至

此，仰山佛教声望日隆，不但先后有雪浪、蘖庵等高僧驻锡，而且有专门山志《仰山乘》之编纂。颇有意思的是《仰山乘》的

编纂，该书以“嫁接”之法将一个佛教名山的发展历程在文本之中得以完整展现。(27) 

黄山本为道家胜地，据《黄山图经》载：“黄山旧名黟山……即轩辕黄帝、浮丘公、容成子栖真之地。”(28)唐宋时代黄山

道教盛极一时，先后建有升真观、城山观、松谷庵等。佛教虽在唐代即已传入黄山，但直至明代依然难与道教相提并论。至明

朝早期，由于交通不便，这一时期黄山新建的寺院只有御泉庵与水晶庵，规模皆小。明宣德年间李德庄重建松谷庵，改为寺庙，

名松谷寺，松谷寺由道观变为寺院可谓黄山佛教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说明佛教可能开始在黄山的宗教发展史上逐渐占据上

风。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普门和尚驻锡黄山，黄山佛教因此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普门和尚进

京请求敕封，朱砂庵得到万历皇帝御书“护国慈光寺”匾额，一时间成为江南名刹。明清鼎革之际，黄山成为遗民的重要避难

所，渐江、汪沐日、凌世韶等人纷纷剃发为僧，驻锡黄山，这无疑促进了黄山佛教的发展，使得清朝初年黄山高僧驻锡、信徒

云集、香火鼎盛。释超纲主持翠微寺期间，“当今康熙丁巳十六年间，……本邑诸绅士公启特请嘉禾雨峰和尚，主持法席于康

熙戍辰……庚午腊月施衣钵传戒焉。”(29)修撰了《翠微寺志》，这也是黄山历史上第一部寺庙志。此外，康熙五年黄僎等捐款重

修慈光寺大殿，“四年后落成，耗银四万余两，慈光寺殿宇雄丽，有藏经阁一百余间，为新安梵宇之冠”
(30)

。康熙四十年，在

中洲和尚的住持下，慈光寺又维修寺宇，大殿高悬康熙手书“黄海仙都”匾额。至此，黄山佛教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除名山佛教以外，徽州各地佛教寺院之建设也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明嘉靖、万历之际以及清初顺治、康熙时

期。这一时期，不仅地方政府和有一定影响的士人参与其中，而且引起了万历、康熙等帝王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徽商

的成功，大量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方宗族也参与其中，共同塑造了徽州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四）衰落期——清乾隆以后 

明清之际尽管徽州佛教保持了相对高速的发展态势，但是受制于区域整体环境限制，加之天灾人祸频仍，实际上已经出现

了一些衰退的迹象。以仰山佛教为例，尽管在万历时期仰山佛教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但是毕竟地处偏僻，发展空间

较为有限，特别是清初三藩之乱给仰山佛教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三藩之乱中，“三载刀兵，即深山穷谷，金身亦难藏匿”(31)，

其在之后的地方文献中已鲜有记录。较之于仰山毁之于兵火，黄山则受天灾影响更大。乾隆二年，慈光寺遭遇火灾，藏经阁焚

毁，大殿倒塌，次年，僧悟千略作小修，但慈光寺百年兴盛不复存在。乾隆二年，“黄山蛟水发，石裂山颓，祥符古寺顷化乌

有，山氓之漂没者数百人，翌日水平，尸横满野”。(32)《歙事闲谭》载：“送谭影序中，言黄山佛寺，旧有七十余，而祥符最

著且古。自康熙间水绝，余亦大半淹废，今存者惟慈光与云谷”。
(33)
迨至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兵乱影响，翠微寺、福固寺、

松古寺、大悲院、师子林、继竺庵、横坑庵等寺院皆毁于兵火。受制于咸、道以后徽商财力的衰退，大半有名望的佛教道场难

以再得到地方财力的有力支持，亦不复存在，至此，徽州之佛教逐渐走向衰落。 

纵观佛教在历史时期徽州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看出，汉晋以后，佛教开始传入徽州。此期尚属佛法初兴，只有少量寺院

见于记载，名僧大德更是极为少见。隋唐时期为徽州佛教的极大发展时代，见于记载的寺院不断增多，高僧名宿迭出。承五代

佛法之过渡，两宋时期徽州佛教迎来了快速发展时代，寺院的赐额、敕改、新建以及名僧的数量都获得了迅速提升。元末丧乱，

徽州大量佛寺在至正壬辰兵乱中毁坏严重。迨至洪武初，徽州地方对元末被毁的寺庙进行重建和归并，并实现了寺院创建的规

范化，寺院和僧人数量也比元代有所提升。与此同时，万历以后名山佛教的快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徽州佛教的重要特点，不仅

仰山佛教实现了再度复兴，黄山佛教也在各方支持下趋于鼎盛，延至清前期形成徽州佛教发展史上的高峰。乾隆以降特别是在

“咸同兵燹”之后因各种天灾人祸的影响徽州佛教则不断趋于衰落。 

三、佛教与徽州社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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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徽州在内的广义江南自唐宋以后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这无疑是与其日渐发达的经济、文化分不开的。

寺院为佛教三宝所依，其对于衡量一个地区的佛教发展程度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周边江浙地区而言，历史时期徽州的佛教实

在算不得发达，即便是与同在皖南的池、宣等地相比，地藏道场、黄檗祖庭亦毫无疑问比徽州任何一座佛教道场更为出名。然

而，历史时期徽州佛教道场的数量与周边地区相比却显得较为出众，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如以嘉靖时为例，徽州府县均寺院数

量即为皖南各府县之首(34)。这说明尽管徽州著名的佛教道场虽然不多，但是总体数量及县均数量却很高，其中显然可见佛教在

徽州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特色，那就是唐宋以后徽州佛教的宗教影响力虽较之周边为弱，但是其与徽州社会的融合却较为充分，

其表现如下： 

其一，由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唐宋以后，徽州人地矛盾突出，生存压力较大，而生产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以祈雨为重点的与自然沟通的媒介作用成为徽州社会接纳佛教的重要诱因。如前所述，“新安为郡，在万山间，其地险阝匚夹

而不夷，其土骍刚而不化。……十日不雨，则昂天而呼。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壤与禾荡然一空。盖地之勤民力者如此。”(35)

对于徽州的普通百姓来说，长期以来的忧虑是，“新安所产米谷，不足民食之半，向籍外来，每遇新陈未接，艰于糴买，米贵

人惶，而挟借抢攘，为害叵测”(36)。如何处理好与徽州自然环境的关系无疑是唐宋以后徽州百姓解决生存的重要问题，而佛教

似乎在徽州地方的祈雨活动中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麻衣禅师是见于史籍较早的一位参与祈雨者，“俗传祈雨甚灵验”(37)，

于是徽州地方社会将其作为神祗予以崇祀。前述西峰寺无疑是其中极为突出的案例，其不仅因祈雨灵异受到唐宋两代中央的不

断封赐，而且直至明清时期也因其在地方祈雨中的特殊作用而享有殊荣。此外，历史时期徽州地区与佛教祈雨相关的记载还有

不少，譬如，龙吟寺旁的龙吟石，“从新兴寺可至，按龙吟之声若物戛铜器，为雨征，间击之而声似之，辄得雨”(38)；莲花山

状若莲花，中有佛堂及龙湫，祷雨辄应；龙泉在龙泉寺后，旱祷即应。(39)这些类型多样的佛教自然灵异与佛教僧人、寺庙共同

构成佛教祈雨的重要载体，成为徽州社会祈雨的重要灵应工具，是徽州社会与自然地理环境沟通的重要媒介，佛教亦因此在徽

州社会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其二，唐宋以后徽州发展成为宗族社会，理学亦逐渐成为徽州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尊祖与守孝这两大重要社会准则使得

佛教参与徽州社会事务的机会大为增加。汉晋以至唐宋，随着北方大族的不断迁入，徽州逐渐发展成为典型的宗族社会，所谓

“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40)祠、墓、谱是为维系宗族的三大支柱，其中祠和墓

作为一定的实体空间日常维护自是难免。僧人以行善度世为要，祠和墓作为宗族供奉祖先的依托所在，在此二者间僧人与宗族

自然就有了结合的机会。这类事迹在徽州历史上并不鲜见，如婺源僧神秀者，虽出家为僧，见祖上祠堂倾圮，仍行医取资，孜

孜不倦，后倡出缗钱，协助族人新修祠堂。(41)再有如报慈庵僧者，报慈寺本祁门程氏祖祠，祠中奉程氏诸祖，入田饭僧，每岁

清明，则合族燕享，盖三百年矣。由于年久倾圮，成化庚寅新修其庵，而驻山僧真瑞及其徒世食于程氏祖祠，此次重修亦因效

力颇多而受到称赞。(42)不仅如此，历史上祠、庙一体现象在徽州也较为常见，如著名的杨干院即是如此。(43)至于守孝，更是作

为“东南邹鲁”的徽州最为重要的社会准则之一。那么，如何才能更为突出的体现孝道呢？虽有如“凤仪，字廷瑞，行济二六，

号竹涯，事亲孝，处兄弟友，克自树立，尝施木助造佛宇以祈母寿”者(44)，但毕竟是少数，葬礼无疑才是最重要的体现方式。

尽管历史上徽州对丧礼中使用僧道不乏反对之声，因为“治丧而用浮屠，无论丧礼不足观，就使桑麻哭泣，备物祭奠，一一禀

礼，而其陷亲不义不孝之罪”(45)。此外，“棺敛之费仅数十金，而僧道之追荐，冥器冥材之焚耗，求神散福之食用，往往数倍

于此”(46)。然又“恐致乡人非议”(47)，于是，依据财力差异，历史上徽州之丧礼“惟尚七七从事浮屠，而设吊之期，或五日，

或三日，或一日，视家道丰约，宾朋多寡，届日鼓吹迎宾”(48)，成为一种常见的变通之法。 

其三，明代嘉靖、万历以后随着徽商群体的日渐壮大，作为群体性的徽商开始大量活跃于各地，与此同时大量士绅阶层与

留守妇女亦因此并存于徽州社会，这为佛教在徽州社会的拓展提供了较大空间。唐宋以后，出于解决生存压力需要，以徽州土

产之茶木行商于他处便成为徽人解决生存之计的重要手段，“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49)。

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活跃，特别是嘉靖以后，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说，举凡盐、典、米、木、茶等徽商皆有相

当影响，自然积累了大量财富。“予邑编氓贾居十九，其巨者高轩驷马，俨然搢绅；次亦沃土自豪，雄资足瞻，自谓无求于人；

最次亦逐什一，征贵贱，饱暖其妻孥，而悠游以卒岁。”(50)随着徽商的成功，一方面积累了大量财富，加之徽俗本就重视儒业，

读书之人自然随之增多，而明中后期社会的相对固化，举业日渐艰难，这就为徽州士绅阶层的壮大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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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外服贾，其贫者趋事尤蚤”(51)，大量男子在尚未成年之时便外出学习经商，即便是成年婚后也多以在外经商为主，势必使

得徽州存在大量的留守妇女。无论是为数可观的士绅，还是大量的留守妇女，作为徽商崛起后徽州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二

者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似乎更为重视。以士绅而言，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徽州士子对于心性的执着自然使得其对佛教世界的心

性超脱有潜在的认可，因此大量的政治失意者投身佛门实属顺理成章。明清徽州佛教山林拥有“佛光四面现芳华，钟鱼隐隐传

天梵”之境界(52)，尽可体现出佛门清修之地的宁静放达，这种宁静放达无疑可满足明末遗民在徽州山水中寻求内心哀思的释放，

于是，游寺、访僧、捐助寺院以至出家为僧者在明清之徽州屡见不见。以妇女而言，则更易理解，大量成年男子的外出，使得

妇女既需承担家庭日常劳作之重任，又要恪守“三纲五常”之伦纪，精神压力可想而知。虽无法如士大夫般追求心性之超越，

但是精神之慰藉却不可缺少，吃斋念佛以求庇佑、烧香还愿这些佛门中事便成为徽州妇女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随女

尼远奔他乡烧香还愿者，所谓“观音大师著慈悲，诞日烧香远不辞，逐对岑山潜口去，相随女伴比丘尼”。(53) 

由上可见，历史时期之徽州由于先天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在早期生产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建设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

农业民族来说生存环境是相对恶劣的，借助山区小环境气候多变的有利因素，佛教在徽州先民祈雨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佛

教这种与自然沟通的媒介作用在这一时期徽州社会亟需精神世界重构的形势下由此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随后由于徽州宗族

以及理学的发达，尊祖与守孝成为徽州社会的重要准则，佛教亦通过维护祠堂、祖墓以及葬礼等获得了诸多参与徽州日常社会

事务的机会；在明清徽商达到鼎盛的时期，借助士绅阶层追求心性超脱以及大量留守妇女需要精神慰藉这一机会，又在徽州百

姓日常精神世界中占据了相当位置。由是，从生产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佛教亦因此成为历史时期徽州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四、佛教融入徽州社会的主要原因 

宗教本身的传播及其存在无疑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宗教有地区性、民族性，“一定环境的群众的自然条件、文化传统、

社会风习对宗教的滋长、传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疆域辽阔，南北文化的差异较大，长期形成的地区文化不能不影响

到群众民俗的生活习惯，汉传佛教在中原地区呈现为不同的面貌。”(54)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区影响宗教传播及存在的因素自然也

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历史时期特别是唐宋以后佛教何以在以理学著称的徽州获得相对充裕的发展空间呢？综合来看以下三点

原因可能较为关键： 

其一，较好地适应了普通民众的现实需求。由于徽州地处万山中，山多田少，在早期的移民开发中其生存环境相对恶劣，

而古徽州又属巫蛊盛行之地，无论是佛教的祈雨灵异还是志满、麻衣等禅师可伏虎患、燎疾之传说对于解决普通百姓的生计来

说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尽管自南宋以后徽州便素有“东南邹鲁”之称，至明清时更是以“程朱故里”名显于世，但是以学

理化和政治化为主要特征的程朱理学其受众终究有限，难以满足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全部现实需求。加之两宋以来儒、

释、道的合流，在徽州儒、道发展的同时，佛教借助儒、道二者随之传播亦不足为奇。事实也证明，即便是明清时期之徽州理

学占据主流社会意识的形势下，普通民众并未对佛教有绝对的抵触，在生老病死等问题上大多要求助于佛教的精神安慰，这一

点可以从明清时期徽州佛教寺院遍布乡里以及“华云进香”等各类宗教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证实。(55) 

其二，较好地处理了与理学的关系。佛教初入徽州时理学尚未形成，至理学形成以后直至明清理学在徽学鼎盛之际，佛教

在徽州的发展都较为注意处理与理学的关系。从相关史籍我们不难看出，历史时期徽州佛教发展的重点是乡村以及山区，而较

少在人口相对较多的都邑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佛教注意与理学在徽州的发展进行空间错位的表现。不仅如此，历

史时期徽州佛教亦往往借助当地士绅的力量进行发展，如嘉靖年间，文坛领袖王世贞曾带领三吴两浙一百多名文士组成社团，

由徽州本地文人汪道昆负责接待，入黄山游览，盛况空前(56)，一时间佛、儒交融，这也直接助推了黄山的佛教发展，这一时期

祥符寺、翠微寺等得到了修缮。可以说，借助受理学熏陶的徽州士绅力量是佛教在徽州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三，较好地借助了徽商及徽州地方宗族的雄厚财力。佛教不事生产，就徽州佛教而言，若无徽商及徽州地方宗族的支持

则其发展亦无从谈起。事实上，也正是在徽商及地方宗族力量的支持下徽州佛教之发展才较为顺利。譬如，宣德年间，馆田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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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李德庄重建松谷草堂，改为寺庙，名松谷庵；岩镇潘之恒在普门开山时，给予大量资助，之后普门进京请封，潘之恒又为他

提供了财力资助；康熙五年（1666年），为了迎接七层万佛像，歙人黄僎等捐建慈光寺大殿，并修藏经阁一百余间，四年建成，

共费银四万余两。
(57)

徽商及地方宗族支持徽州佛教发展之事例不在少数，这说明佛教借助徽商及地方宗族力量以实现其自身发

展是较为成功的。 

当然，历代诸如万历、康熙、乾隆等朝对仰山、黄山佛教的特别关注及高僧大德的不懈努力也是历史时期佛教之所以能在

徽州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不过，宗教信仰首先来源于现实需求，而历史时期在相对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下徽州发展成

为较为独特的历史地理单元，徽商、理学与宗族构筑起徽州社会的三驾马车，佛教若无法契合徽州社会的现实需求，无法借助

徽商、理学与宗族这三种徽州社会主导力量，自然无法获得相对充裕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尽管 10世纪以前在中国的传播本身已具有空间扩展的含义，但是无可否认的是，10世

纪以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则更注重与中国社会特别是各个不同地域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从历史时期佛教在徽州的发展来看，我

们不难得出以下认知：其一，佛教是徽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无关紧要的部分。这一点无论是历史文献对徽州佛教道

场的记录，还是相关佛教史迹，抑或留存至今的佛教与徽州建筑及其他文化载体的融合都可以充分证明。其二，佛教与徽州社

会的结合极为紧密，较之周边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与周边地区存在重要佛教道场或著名高僧大德因而拥有较强宗教影响

力不同的是，徽州的佛教道场普遍规模较小但数量众多，其广泛存在于徽州的各个角落，与徽州社会的生产、生活实际需求密

切相关。其三，佛教在徽州的发展历程表明了历史时期的徽州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无论是在两宋以前徽州社会的不断重构，

还是在两宋以后徽州社会的日趋稳定，佛教与徽州社会的融合特别是对于徽商、理学以及宗族这些徽州社会主导力量的借助都

是较为成功的，这表明在号称“东南邹鲁”的徽州其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

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当然，就历史时期佛教在徽州的发展及其延伸而言，其如何适应徽州历史环境并完成自身的“徽州化”进而如何有效参与

到历史时期徽州的“地域化”历史进程，还有很多研究空间值得我们探索。无论如何，区域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是我们在从

事区域历史研究时需要时刻注意的重要问题，在考察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佛教的发展演进时，因时因地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循的基

本准则。 

注释： 

1有关徽文化内涵及其外延长期以来学界论述颇多，可参见刘伯山《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历史地位》（《安徽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6 期）、叶显恩《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徽州文化全书〉总序》（《黄山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期）、栾成显《徽州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历程》（《安徽史学》2015 年第 2期）、周晓光《徽文化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安

徽日报》2018 年 11 月 12日）等。 

2鲁西奇：《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期。 

3(33)(48)(53)(56)李明回、彭超、张爱琴校点：《歙事闲谭》，黄山书社 2001 年版，第607、955、608、207、413 页。 

4陈廷熙：《清道光十四年重建觉乘寺碑》，原碑现存绩溪县蜀马村蜀马小学。 

5以 20 世纪初徽文化集大成的 20卷本《徽州文化全书》（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为例，其中独缺“徽州宗教”的内容，

佛教于其中亦难觅踪迹；而近年来集多方力量合纂的《徽州文化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仅在第一卷中个别地方提到

两宋及以前徽州的佛教。遍检各类徽学研究论著，对于历史时期徽州宗教之研究也多集中于民间信仰方面，以佛教为主题的研

究专著或系统论述未见。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徽学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迅速成长起来的地域性显学，传世文献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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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极为丰富，而民间文献又多为社会经济史内容，在研究者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其可选择的研究空间较为宽裕；二是在传统徽

州的文本叙述中，深受理学影响的话语主导叙述者们对于佛教多带有异样的眼光，这对于后世相关研究也有一定影响。 

6相关研究参见阿风《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族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之一》[《徽

学》（2000 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王振忠《华云进香：民间信仰、朝山习俗与明清以来徽州的日常生活》（《地方

文化研究》2013 年第 2期）、陶明选《明清徽州佛教风俗考》（《法音》2014 年第 6期）、曹刚华《佛教与晚明士绅社会形成之再

观察——以休宁仰山为例》（《史林》2019 年第 2 期）及王开队、宗晓垠《谁的空间：明代徽州仰山佛教圣神空间的营造》（《徽

学》第 1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等相关内容。 

7《后汉书》卷 42《光武十王列传》。 

8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9周振鹤：《从历史地理角度看古代航海活动》，《历史地理研究》第 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309页。 

10 程敏政纂修：《休宁县志》卷 5《寺观》，明弘治四年刻本，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11 翟屯建：《徽州文化史·先秦至元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67页。 

12 彭泽修、汪舜民纂：《徽州府志》卷10《寺观》，明弘治十五年刻本，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书目文献

出版社 1991 年版。 

13 参见陈琪：《徽州古道研究》第 1章《徽州古道的前世今生》相关内容，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14 张伟然：《中国佛教地理研究史藉述评》，《地理学报》1996年第 4期。 

15(20)(35)萧建新、杨国宜校著：《〈新安志〉整理与研究》，黄山书社 2008年版，第 62、126-127、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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